
媒體資訊與地方知識：一個文化傳播的研究取向　

《摘要》


資訊社會中的媒介公民權，向來是傳播學者所關切的議題，不同於文本分析的研究進路，本文試圖從批判傳播的途徑，探討影響地方新聞之組織因素。本文分析了203則無線電視台地方新聞並訪談十位媒體專業人士後，發現我國地方新聞的產製是處於一科技結構 (technological structure）之中，全球媒介的影像結構，使地方性的生產處於一個新的階段，本研究顯示，科技場域結構所產生的新奇或社會地方新聞類型，資料顯示上反映出組織監控體制在此一場域的優勢，此一專家知識體系（如由編輯台、自拍主播與警政人員所提監控影片構成），建構了人們對地方的觀點與認知，限制了地方知識之生產機制。














關鍵字：地方認同、產製、電視新聞、媒介




                                                         


壹、前言
     

在研究全球廣電科技與文化認同之課題時，英國傳播學者Morley與Robins （1995）等人提出，社會構成的變遷既涉及到社會空間基體的變革，又涉及到主觀上對空間與空間性的體驗及定位的變更，思考這些問題需要一種由地理想像貫穿的社會理論（Morley & Robins, 1995／司豔譯，2001，頁36）。在全球廣電科技匯流的背景下，地方電視媒體為組構地方想像的重要資源，本研究試圖提出一個場域的理論取向，以研究廣電媒體組織的地方新聞產製。
本研究的研究課題是地方電視新聞的產製分析，但是不同於以往電視新聞研究採用文本分析研究進路（呂雅雯、盧鴻毅、侯心雅，2010），本研究試圖以媒體組織的批判研究取向來討論電視新聞產製與地方認同建構之關係，此一研究進路假設電子媒介的地方新聞類型，是在廣電科技、新聞組織及日常生活報導，三者互動的結果（Hamilton, 2002）。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為：電子影像作為一種新的文本，在全球傳播的背景下，其對多元文化的影響為何，具體的研究問題則側重於我國無線電視台地方新聞所建構的地方性(locality)。根據社會學家Cresswell的觀點，地方（places）是理解全球性及地方特性互動的主要觀察點。他指出，地方不但圍繞我們，而且是我們藉以間接經驗世界的許多媒介（報紙、電影、音樂與文學）的重要成分（Cresswell, 2004／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頁199），因此對地方電視新聞的產製與呈現之理解，是探討廣電媒體與社會變遷關係的課題之一。
本文所指的地方新聞是以地方為報導主題之新聞，在地域上則指稱非台北市地區的電視新聞報導，報導的類型包括消費、生活及社會新聞等三種類型。本研究認為，地方新聞內容的呈現與電視台在市場中的位置有關的。台視隨著集團一體化的發展，新聞內容有轉化為區域性電視台的趨勢，在新聞表現上可能進一步地與消費式報導結合；民視的地方新聞實踐，反映出比較在地新聞的特質，其知識類型交織於地方日常生活的報導類型。在文化創意產業之產業趨勢下，電視台發展成內容產業之過程，攸關我國電視新聞產業之發展。

貳、文獻回顧
    
一、建構地方

在全球化的時空背景下，國家的廣電科技政策需進行調整以適應外部環境的壓力（Webster, 1995／馮建三譯，1999），而這樣的政策調整，將會影響到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以我國廣播電視產業為例，我國自施行廣電媒體自由化政策後一直是以市場化為主軸進行廣電體制的調整，如開放衛星頻道的設立及放寬有線電視的市場佔有率等。因此電視作為規範地方日常生活的模式及功能，將因市場機制的導入而產生改變，本文主要是探討在廣電科技自由化的背景下，廣電科技與地方知識傳播之關係，而此一關係如何形塑地方媒介環境。
在廣電科技自由化的背景下，廣電科技與媒介組織為一科技結構交會之場域，媒體內容型態實是鑲嵌於全球廣電頻道科技之中。新聞學者認為，在一個廣電媒體科技自由化（liberation）的風潮下，國內廣電產業管制的鬆綁是否有助於電視產業生產力的提昇，即因著廣電科技的自由化使文化的生產從水平多樣性（增加媒體資源的分布）轉化為垂直的多樣性（以地方性作為一文化生產的標的），這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Ryan, 1991）。
電視與居民日常生活的（everyday）經驗相關，全球衛星傳播時代中，地方的生活經驗常與全球影像結構互動、重疊，此部份的論述源自於全球文化理論架構下的文化概念（Hamilton, 2002）。學者Hamilton在泰國華欣鎮（Hua Hin）民眾的日常生活與媒體使用的研究中發現，當地的媒介地方報導與境外輸入的影像（如衛星電視或香港輸入的錄影帶內容），在地方景像上有著分裂的現象。地方的媒體報導仍舊偏向於傳統皇室新聞或地方活動的新聞，但進口的影像卻有著美式消費的色彩。另外Geertz的研究指出，以地方文物的知識所構成的集體行為現象，常具有組構地方民眾集體認同的能力，此一集結形式的意識，也成為人們日常生活溝通的基礎之一，並且形成閱聽人感知世界的知識型態（Geertz, 1973）。但是此一透過地方媒體的中介而建立的框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隨著區域經濟整合的興起，媒介內容並非單純反映一地的地方認同（Hamilton, 2002），地方媒介的內容也常充斥外來的影像內容，因此在媒介的政經結構下，本研究假設廣電媒體的地方新聞是嵌入（embedding）於全球廣電科技之中，在此結構下本文欲探究的是我國無線電視台地方新聞的產製過程及其影響因子。

二、媒介中介與地方再現

[bookmark: OLE_LINK1]媒介的內容分析對於理解媒體組織的作為及媒介內容對於地方生活的想像，是具有意義的。如人類學者Geertz以意義網路（web of significance）的概念作為社會真實再現的知識型，在當代社會中，媒介內容的普遍性，使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常是組構（organized）於媒介所傳送出的參照（referential）內容之中。 
例如我們在與人聊天時會說你覺得昨天前洋基棒球選手王建民的表現如何，我們不會說你昨天看了那一台電視播送的球賽，而是說你覺得他表現得如何，因此媒介式溝通與人際式溝通，其間的分際常如魚與水般的不可分離。電子媒體透過新聞事件的報導，組織了吾人的日常生活經驗。 
以Williams對文化的定義來看，文化領域的建構來自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因此地方知識的生產涉及了相關文化空間的社會實踐。如建造一個地方博物館展示或製作一個民宿網頁，這些內容如能外顯地方的文化流動（ cultural flow），便能推測地方民眾參與文化生產之活動。再者，從Williams對電視科技與當代中產階級文化實踐的探討之中，可知廣電科技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可以被視為組構當代中產階級生活經驗的形式之一。進一步而言，在媒介科技多樣性的背景下，收看電視使觀眾經驗他與地方事物的關係，並成為地方知識發展的基礎（Wilk, 2002）。一份對大陸台港影音產品的消費研究中，學者Yang（2002）指出，自從大陸開放改革之後，上海民眾的地方認同，在台港影音產品的消費帶動下，漸漸被結構進了一個跨界的文化想像之中，此為廣電科技對地方知識生產的型態之一。
 這即顯示出文化作品如影音產品、地方紀錄性文件（如地方新聞）、博物館空間等雖然有差別，在表現形式上卻是互相仿效，它們都在建構一個地方的觀點，這些觀點組織了當代人的文化意識，電視節目因而成為日常生活符號環境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在日常生活與民眾文化認同的接連上，一個地方的文化生產，必然會和諸如地方新聞、廟宇、博物館等等社會中的文化機構（institutes）有關。文化和用以維持生命所需而生產的產品及民生必需品是有所不同的，因為它們只是消費生活必需品，物品離開了公共空間，便進入了私人領域，而非社群意義停留之處；然而，文化機構的內容卻是民眾進入地方生活的文本入口，依據新聞框架的觀點，地域性的廣播媒體內容可被視為地方文化經驗的參照單位（referential units）（Ryan, 1991）。


三、地方新聞組織

地方媒介是指在媒體上地方知識的傳播，傳統上地方媒介是指範圍廣泛的中介傳播的型式，它除了有地域、社群的概念外，還指與主流媒體明顯不同的媒介（孫曼萍，2009），本研究指稱的地方媒介是指，以地方記者反映社區利益（media access initiatives）並且以地方居民日常生活的報導為主，以有別於全國式電視媒體的報導（Howley, 2005）。廣電科技的普及也提供地方團體被媒體報導的機會，在場域的論述下，地方新聞內容的呈現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場域，其受訪者呈現的方式相應（topography）了地方記者在文化場域的社會位置，即如果就消息來源背後的社經地位而論，在消息來源近用媒介資源的過程當中，反映出記者在場域中文化資本的多寡，及文化組織在場域中的能動性（DiMaggio, 1991）。因此，從場域之理論觀點探討，地方媒介的知識類型(classifications)是文化場域作用下的結果。如政治記者在全國政治新聞的呈現上，基於記者與政治人物的後續互動，會比較是完整的訪談再現，文化資本較高的受訪者也偏向於以專訪或專題報導之型態播出，但地方新聞則需以畫面的精彩度為主，以配合媒體組織的生產規範。
Bourdieu 就以電視新聞的產製說明此一場域關係。他指出，記者經由他們的職業、他們的訓練、他們的支配權所必然具有的癖好，以及經由職業邏輯，如何選擇在這個特殊的事實裡認為這就是社會的生活，接照他們專業既有的感覺分類，一個非常特殊的觀點（Bourdieu, 1996／蔡筱穎譯，2000，頁54）。此一生產型式，置放在文化生產的脈絡下，類似人類學在田野調查的分析類目（categories）（Tuchman, 1978）。此一知識結構化過程，人類學家透過此一類目來分析田野的資料，以接近他者的文化場域。如果置放在地方新聞的論述架構，可以稱為文化知識的傳播型態（高宗仁，2005）如新聞局利用旅遊頻道將地方人文特色製播成紀錄片，在全球播送，形成地方事件新的分類方式。 
因應傳播科技的發展，地方媒體的形態也更為多樣而彈性，這種政策理念的發展說明了廣電科技與全球場域的關係，此一產業趨勢源自於數位電視科技的發展初期，在美國國議會通過的電訊傳播法（Communication Act 1996）協助既有電視台取得免費的頻率使用權（Aufderheide, 1999），增加原有電視台在數位媒體時代中之競爭優勢。這項規定將數位頻譜免費送給美國現有的四家無線電視台，卻沒有引起任何指責或批評。學者Weiser提到，批評FCC這項計劃的人強調，免付費執照的這項協議，使得公眾無法擁有從拍賣掉的頻譜中所得到的資金，更不用說在訊號移轉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硬體替換成本（Weiser, 2000, p. 18）。但是，在1997年10月的總統諮詢會議上，美國政府成立「數位電視台促進公共利益義務」（Public Interest of Digital Television, PIDTV），以提供加強公共利益的指導方針。例如，PIDTV報告中的第九建議（Recommendation 9），要求數位電視台提供電視的多樣性。它還提到在電視中，內容多樣性是很重要的價值，不管是在節目的設計上、政治論述、雇用人員、或是在產業裡的就業機會（p. 63）。這項建議也建議地方的獨立電視台要與非營利單位合作，以建立內容多元的節目。
質言之，在廣電科技自由化的環境中，未來電視地方性的呈現可透過民眾參與紀錄性質的內容或電視節目的方式等較彈性的方式來表現，而非以強制訂定節目清單的方式要求廣電業者配合。
媒介在構成地方生活經驗上的效果是顯著的，但是在廣電科技的影像空間中，國內地方新聞內容是組構於全球新聞場域之中，而廣電科技自由化使這樣的框構過程更為緊密（Morley & Robins, 1995／司豔譯，2001）。隨著全球與地方新聞交流的增加，地方新聞的影像性（visual）愈來愈重要，如地方記者研究指出，地方新聞是否播出往往取決於畫面是否漂亮，而非新聞議題是否重要（Dahlgren, 1995, pp.31-34）。又如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德國章魚保羅的神奇預測能力，也使我國衛星電新聞跟進報導各地動物對世界盃冠軍的預測。本研究認為地方新聞記者的自主性不應僅視為新聞室社會控制脈絡下的實踐，也應將地方新聞記者之採訪實踐置放在場域之理論脈絡下，進行討論。

參、研究方法與問題

1、 研究問題

本研究是以電視台媒體組織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是質的論述分析，論述文本之資料來源包括：電視的晚間新聞內容、媒體專業人士及媒體工作人員相關著作論述。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地方電視新聞內部的生產邏輯，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微影像新聞的主要報導類型為何？
（二）、微影像新聞生產的因素及；
（三）、微影像新聞與多元文化的關係為何。

本文所指的地方新聞報導是以地方為報導主題之新聞，在地域上則指稱非台北市地區的電視新聞報導。

2、 研究設計

近來在媒體產製研究中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是採用多重研究法，以廣泛收集研究資料（陳炳宏，2001）。本研究也以多重研究法，以廣泛收集資料，分析新聞組織的內容表現。研究使用的方法之一是針對地方新聞作語言層次的分析，主要在於理解地方記者的新聞產出狀況。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策略是專家訪談，訪談的策略則是集中於探討新聞主題與新聞組織的關係。最後本文以學者之論述分析，綜合析理出我國地方新聞生產的場域關係，並回應相關的理論觀點。
    內容語意上的分析，本研究是以傳播內容「量」的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是一種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在方法上注重系統、客觀及定量的方式。在範圍上，不僅分析傳播內容的信息，而且分析整個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只是針對傳播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並推論整個社會文化對傳播過程的影響（Lindlof, 1995）。首先，本研究以民視與台視的電視新聞內容分析，作為地方新聞的類型，此一內容分析的目的在於理解新聞組織的地方新聞產出（Tuchman, 1978）。
如上文所討論，電視地方新聞生產場域可以歸納出實踐、結構及文化等三個方向，準此本研究分析地方新聞產製的三個面向，第一是，新聞組織在產業中的位置，此一面向主要是分析新聞內容的產出；第二，組織主管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之介入情形，此一面向著重於新聞管理階層在地方新聞產出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是，科技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應用程度，此一面向著重新聞組織如何應用廣電科技傳播地方新聞。
本研究受訪對象為無線電視台的地方新聞及媒介專業人士。研究的主題旨在理解廣電科技自由化對媒體組織的產製型態之影響。在實証資料的收集上著重於地方新聞的產製過程與影響因素，以反映媒體組織在地方新聞的生產組態。因此，本研究的電視新聞分析為民視與台視兩家無線電視台新聞：台灣電視公司無線電視台（以下簡稱台視）及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的新聞電視台（以下簡稱民視）的內容監看為取樣電視頻道。台視及民視為國內兩個民營的電視頻道，兩者的經營型態為民營電視台，台視為最近民營化之電視台，其電視新聞的發展值得重視。民視則是我國另外一家民營電視台，抽樣取得2009年7月的三、四兩周（不含周六及周日）監看203 則電視新聞；第二種資料收集的方法，本研究進行專家深度訪談，以理清社會文化結構與新聞組織的生產關係，訪談人員請見附錄一。訪談的對象主要為媒體專業人士，包括前地方新聞記者、電視台新聞主管、電子報新聞主編、社會新聞記者及社區傳播工作者等共十位。

肆、微影像新聞的分析

地方新聞影像的轉化反映在低階影像成為地方新聞的新題材上，本研究發現有13%的社會新聞（8則）是透過科技影像（如網路或社區監看系統）取得，就Williams（1975）所提出電視流（Flow）的理論而言，此一理論面向研究者試著對廣電媒體組織與社會文化權力之關係，進行集體意識面上的討論，低階影像式的地方新聞生產反映的是媒體組織菁英對於閱聽眾日常資訊生活的之想像，但進一步延伸的問題是：在廣電媒介傳播的架構下，地方記者的生產型態是否產生變遷，而影響地方新聞的製播。
在全民記者之時代下，媒體新聞工作者A1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明此一生產關係之變遷，使用影像的消費者也可成為地方新聞的生產者，進而影響媒體的公共性。

對，那個youtube什麼…新聞變得比較戲謔的、詼諧的，比如說網路：飆車、貓啦、狗啦、小朋友很可愛啦，他們也是有個啟示，因為他們也怕網路新聞的真實性。所以引用youtobe，第一個：授權的問題，打youtube都ok，不會告你侵權。但他們比如說不敢去碰政治的問題，像youtube出來的東西，比如說檳榔西施、開車、或是穿著很辣那些方面的，他不敢用網路上有關政治上的什麼東西，他不敢，因為它的影響力太大了，萬一一個引用錯誤就完蛋了，你一定要賠出你的聲譽來。

另外，影像新聞的普及也影響報紙地方記者的表現評估。以國內電子報為例，地方記者的考績需要納入影像新聞的刊播比率，此一組織產出（output）的結構影響了地方記者過去以文字式獨家新聞的經營。此外，一些地方文字記者的獨家新聞，並不像以往能夠引起電視台新聞記者的跟進，並且引發社會大眾對議題的討論，而形成議題上論述空間（A2受訪者）。
相關研究發現指出，消息來源也是具有媒體資源近用上的差別，如醫院的醫療人員較能享有登上地方媒體受訪的機會（邱玉蟬，2007），而一些民眾的意見往往就需要依賴流行影像來帶動了。
地方記者希望有更大的空間來建立地方新聞的分類方式，相關的研究發現指出，地方記者希望台北編輯台對地方新聞的要求，從獨家觀點報導變成「獨到觀點報導」，也就是有深度的內容取代膚淺的報導（顏聖章，2008，頁15）。
但此一科技結構下的影響是，低成本的微型科技影像取代了常與記者互動的地方團體，成為台北新聞台支配地方記者的工具，近而改變了新聞影像內容與地方記者的關係。每個人都有成名的慾望，在收視率結構下觀察想成名的慾望也轉化了地方知識的生產型態，其內容呈現方式也是較片段而不連續的，而此一媒體環境也漸漸邊緣化了地方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實踐。
事實上，如普普藝術家所稱每個人都有成名的15分鐘（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低階的電子攝像器材，成為每個想成名的民眾一個工具，雖然電視台不會打出投稿人的名字或教育背景，不過看見熟悉的地理空間被播出，投稿民眾仍然很有成就感，這樣的傳播型態可以促進媒體資源的近用，擴大公共領域的參與，但在新聞影像結構下，地方認同可能產生偏差。

報社的司法記者坦承一大早就收到電視台的同業要相關人員的電話，想使社會新聞的相關人員之聲音或背影上電視畫面，以增加電視新聞的視覺性，但是新聞收視管理的背後，使記者以受訪者的身體表徵，作為收視率保証之想像。理論上，電視媒體作為一個公共溝通的媒介，但是組織外的環境已經產生變化，使地方真實性更為被主管掌控。（A10受訪者）。

綜而言之，我國電視新聞組織溝通型態之變遷，來自於一個在全球網絡流通的廣電新聞影像，此一生產環境是透過組織外部衛星電視新聞頻道的競爭，改變新聞編輯的內部流程，使新奇新聞成為主要的地方新聞型態；另一方面低階新聞畫面的增加，促成實境新聞類型（reality TV）的出現，自拍上傳的地方影像內容也影響了地方電視作為多元文化外顯之科技。學者趙雅麗（2005）指出，視覺化的媒介是新興產業的創作風格之一，地方豐富的文化地景理應成為新聞產業轉向文化產業之契機，以保持地方與區域文化的完整性。但是本研究發現，我國地方新聞內容卻被科技結構所取代，使廣電科技無法與地方日常生活進行連結（communication），以致大型廣電科技欠缺地方溝通之特質，此一現象似乎反思了傳播科技決定論者，對科技進步有助社區建構之過度樂觀的假設。以下針對電視新聞地方感的偏向全球影像結構，歸納出幾點特質：

一 影響微地方新聞的產製因素
電視台對於地方文化價值的標準，可以將媒體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地方知識的生產資源，但是整體而言，對於地方文化生活的呈現是明顯不足的（under-represented），就產業環境分析而言，其因素是為因新聞頻道過度競爭下的結果，因此我國地方新聞的生產型態，仍得依賴經營者特定的理念所支持，地方媒介的自主是需要有地方認同意識的媒介支持，才得以實踐。產業環境變遷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生產場域的轉移，過去的全國電視台自我簡化為台北地區的電視台，著重消費經濟報導的報導，以尋求新聞影像市場的定位，其二，廣電科技微型化（如道路監視器或手機影片、youtube流傳影像）的低階生產效應，進一步弱化地方記者與台北新聞中心的連繫。
低階影像的充斥是產業溝通環境改變的因素之一，也是阻礙地方知識傳播的一個關鍵，廣電學者認為這是個媒體偷窺（media voyeurism）的現象。Calvert指出，媒體偷窺是指透過大眾媒體與網路，提供大眾觀看那些顯然是他人無防備之真正生活的私密影像和訊息，其目的雖然不全然是為了娛樂，並且往往犧牲他人的隱私與溝通討論之權益（Calvert, 2000／林惠娸、陳雅汝譯，2003，頁8）。

二 對多元文化的影響
地區民眾是地方新聞的主要接收者，其新聞內容的品質，攸關其對地方事務的理解及看法，進而影響文化參與（吳秀麗，2002）。本研究在新聞採訪實務上的意義是，廣電頻道的自由化過程對地方新聞內容的影響為何，由上述發現可知，在科技場域的結構下，公民團體在科技資源近用上遠不及警政當局，是地方知識型式無法進入組織產製偏差(bias) 的原因之一。即因著廣電頻道的進一步開放，使得科技與地方傳播關係 日益複雜 地方記者在供稿壓力下，使記者過度偏重警察檢調單位等消息來源，而使生活世界不確定(uncertainty)，其內容過多的新奇新聞，此一因素使生活場域無法完備。
但是，較特殊的地方新聞類型是，結合個人生活體驗之社群性的地方新聞。就本研究的發現而言，媒體的社會資本結構是影響此一報導型態的因素。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團體與媒體近用的研究問題上，研究發現顯示民視記者在公民近用的議題，比較是屬於組織式社團近用，在社區/群傳播的相關理論概念下，組織式社團近用，是否在地方新聞場域是記者近用性較高者，值得進一步地廓清。 
對於社區/群傳播的研究，本研究指出在新聞產制的理論脈絡下，電視台地方觀點面對衛星電視新聞頻道競爭的重要性。在衛星電視新聞的競爭下，研究指出無線電視台的新聞時段固定，而有線電視台（衛星新聞頻道）則有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新聞，其中更有較大篇幅的地方新聞，在分眾消費的觀念下，地方民眾喜歡看到和自己相關的訊息，在地方新聞收視的競爭上，顯然有線（衛星新聞）電視台佔了優勢（顏聖章，2003，頁23）。 

伍、結論

此一微影像新聞建立了電視台處理地方新聞的原則，而此一地方新聞的生產規制，構成地方新聞的採用原則，因而使地方新聞看似地方發生的事件，實則是在媒體管理菁英與地方新聞記者的對話失去了溝通能力之下發生。 
從廣電科技與生產場域之概念出發，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資訊社會下廣電科技在建構媒體公民權上的功能與限制，整體而言，依賴大型廣電科技來傳播地方新聞，在日常生活與傳播的架構下，地方新聞的內容產製被崁入於一科技的權力結構之中（簡妙如，2003）。就此一個案而言，我國地方知識的低度呈現，源自廣電科技的自由化，使廣電媒體組織外廓（outskirt），改變了以往台北編輯台與地方記者之溝通型態，而這樣的台北新聞組織的監控型式，因著真人實境電視的崛起而得以實現（Calvert, 2000／林惠娸、陳雅汝譯，2003）。相關的研究發現指出，廣電科技的自由開放並沒有使地方新聞工作者的報導更為便利，相反地科技場域下的地方新聞，呈現的是一種科技框構式的組織結構（structure），此一科技支配主要來自衛星新聞頻道的興起、主管對收視率追逐及微型影像內容的充斥。此一科技結構支配了地方感的新聞用語（Morley & Robins, 1995／司豔譯2001）。簡而言之，我國地方知識的生產場域，面對的是一個科技所形成的結構，以致地方新聞呈現進入了一科技結構(techno-cracy)的場域之中。
我國廣電媒體的自由過程，雖增進了地方知識的產製空間，但終究受困於高度競爭的衛星新聞頻道的市場中，就本研究的理論脈絡而言，收視率政權影響了組織內部之溝通型態，此一因素使地方媒體植基於（embedding）全球新聞影像結構，使地方圖像趨於社會新聞化，並也壓縮了地方知識的正常呈現，此舉使科技式影像與媒介組織產生了關聯，使地方新聞的文化生產依附於此一科技結構之下，形成地方知識生產上的 “結構”，並轉化成為地方知識生產的規律 （routine）（Tuchmann, 1978）。
媒體組織在規範上（normative）應是國家的文化政策之一環，但是在科技結構因素的影響下，此一政策規範的合理性，在廣電媒介傳播之架構下似乎正在轉化。簡言之，全球化過程下的地方新聞產製環境，使地方多元報導被組織進科技結構之中，此舉影響了地方廣電新聞的呈現，此地方新聞的分類方式，就本研究而言，地方新聞的多元性是與電視台在市場中的位置有關的，就社區傳播的觀點論之，此一生產環境的變遷，對於社區/群傳播的確認了微影像在地方新聞中的準知識型態，此一現象反映了媒介科技一體化的跨媒介經營邏輯影響了地方新聞的呈現(presences)。

陸、研究建議與限制

本研究的主軸是側重於我國無線電視台在廣電媒體自由化風潮下，電子媒體在地方新聞產製的組態，地方新聞與傳播內容的多樣的有其重要性及相關性，從媒體傳播訊息過程討論多元文化的呈現，提及尊重的精神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也是多元文化所重視的態度，就廣電媒體政策上的多元文化而言，核心價值(core value)至少應包括文化近用上的平等此一標準(郭良文、林素甘，2010)。
但研究發現，從電視新聞產製的角度觀察，廣電科技成為轉化地方新聞記者媒介實踐之基礎，被結構化的新聞場域造成我國地方知識呈現的偏差， 此一生產上的偏向，包括（一）、對地方日常生活的低度感應；（二） 地方新聞記者自主性弱化；（三） 地方新聞以奇聞內容為主。
研究發現顯示，廣電科技所產生的媒體變遷，使新奇或社會新聞成為地方新聞的主要類型，地方電視新聞的生產邏輯在於呈現地方特異的文化風格，特異式地方新聞的型態，反映出場域中定義地方新聞的優勢地位，在廣電科技自由化的背景下，地方知識的傳播是以台北新聞菁英想像下的地方來進行。
以民視、台視的晚間新聞為例的研究，地方新聞記者建構出的地方電視，是一多重因子影響的地方媒介景觀（Hamilton, 2002），此一地方新聞生產環境之構成，對社區/群傳播的影響並非單面向，或者潛藏再社區化的可能，本研究建議未來媒介行動者（media advocacy）面對著電視消費內容集團化的問題，如台視主要的地方新聞類型是以消費為主，此一發展有建構地方文化民主的可能或者只是全球消費生活的擴張，值得深思；另一方面，以民視為例，地方新聞記者與組織性社團所建構出的地方電視新聞，其現階段的內容雖然較為零瑣，但此一現象可以被視為地方媒介之初構，此一傳播型態，在民營電視台的生態中，對民眾社會參與的影響，需要更多的無線電視新聞內容的分析，以更理解地方知識的生產型態。
未來的研究建議，民營電視台在媒體與地方市民團體之結構關係是否因地方文化產業的導入而改變。舉例而言，媒體主管為經營其閱聽眾之市場，如電視台周未的綜藝節目，是否影響地方的新聞自主性，或地方的新聞型態，獨家新聞又如何來定義等，以上的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及理清。
最後，地方媒體的內容如生活新聞內容，即公民組織與生活新聞如何結合成地方文化生產領域（吳秀麗，2002），在台灣社區運動的實踐上其作用為何，是地方新聞產業之發展方向，本文建議除了探討廣電科技對組織環境的影響外，未來研究可思考廣電科技在地方新聞建構上所扮演的角色。
地方知識生產的生產環境分析，其研究目的在於理解當今社會下的本體安定（ontological security）之發展與變遷（Giddens, 1990），Giddens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知識的生產一方面沿著全球的面向生產；另一方面則倚靠地方的路線進行修正，形成在地轉化—一種認同式政治（identity politics）（Melucci，1996）。但是本研究的發現卻顯示，就電視新聞的產製而言，地方知識的生產被包裹在一個科技場域中，政府廣電部門從文化領域之中去除監理角色之後，取而代之的是台北新聞主管之收視率管理，進而影響地方新聞的正面呈現。本研究個案顯示，科技場域結構所產生的新奇或社會地方新聞類型，資料顯示上反映出組織監控體制在此一場域的優勢，此一專家知識體系（如由編輯台、自拍主播與警政人員所提監控影片構成），建構了人們對地方的觀點與認知，限制了地方知識之生產機制。
在廣電政策的建議上，自民國90年代中期起我國廣電科技自由化的政策方向，實是將地方記者的媒介實踐邊緣化，其政策改善（remedy）之道，在於擺脫大型廣電科技之宿命式影響，轉而推動小型媒體報導之實踐，以改善廣電媒介的外部環境，如推動有線電視金視獎之活動與增加公民影音平台之建構。其次，就政策面向的討論上，對電視地方新聞播出的保障，已經屬於在地知識的生產實踐問題，有必要進一步地思考媒介的形態，如學者馬傑偉指出弱勢團體如何運用不同方式的視覺文本如展示、紀錄片等，以獲得賦權，是公民增進其文化權力的方式（馬傑徫，2009，頁197）。我國地方廣電新聞的生產型態也應有新的思維，如加強電視台與地方博物館合作製播節目，才能降低電視台對外部影像結構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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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information and local knowledge: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   


 ABSTRACT 


Employing with a media production approach,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on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television news in Taiwan. There is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state sought to create an efficient television production market that integrated both national and an Asian regional television system in the early 2000s. However, the liberalization of broadcasting technologies has transformed the presentation of local TV news. With an analysis of television local new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uthor illustrate that there is strong degree of TV news presentation and the television’s cultural proximity and argues that the autonomy of local television reporters has been undermined by the process of regionalizing TV market. 
Comparing with relevant theoretical concepts, such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come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internal factors. In terms of promoting media production, the constrain mainly come from a competing television news market brought by the over-crowed satellite broadcasters; more importantly, the ongoing supply of video materials uploaded by the amateur video makers, which has substituted the local reporter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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